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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将环境不确定性细分为动态性与敌对性两个维度，分别分析了它们各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进一步的，检验了企业集团从属对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环境动态性程度越高，企业更容易加大研发投入；环境敌对性程度越高，企业的研发投入越少。另外，不同类型企业集团的功能不同：从属于产业型集团削弱了环境动态性对研发投入的影响，而从属于控股型集团则削弱了环境敌对性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组织—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并识别了企业集团缓冲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功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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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existing studies,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was 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 named dynamism and hostility, how they influence enterprise innovation respectively was analyzed. In addi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business group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was examin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an enterprise tends to increase its investment in R&D when the degree of its environment dynamism is high, and it tends to decrease its investment when the degree of its environment hostility is high. Moreover, the roles of different kinds of business group are different: Industrial business group can weake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 dynamism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while holding business group can weake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 hostility. Our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significant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They enriched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and identified the buffering role of busines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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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强调了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施这一战略，离不开企业这一经济参与者的努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企业逐渐走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尽管近年来企业研发投入的力度越来越大，政府也大力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但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也开始遇到一些问题。例如，自我国加入WTO之后，国内外竞争日趋激烈，外部环境变化速率日益加快。面对这种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企业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创新战略呢？
随着组织理论由封闭系统进入开放系统的研究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分析其对组织的影响[1]。早期关于环境不确定性的研究重点分析组织如何根据环境特征调整自身结构，如Thompson[2]就基于理性原则的组织如何设计结构以应对不确定性提出了一系列命题，Lawrence和Lorsch[3]及Tung[4]实证检验了外部环境与组织结构维度之间的关系。考虑到组织内部的制度层是处理不确定性的主体[2]，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外部环境对作为制度层的治理结构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发现组织的董事会结构会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以减少对环境中资源的依赖[5-8]。除了分析环境不确定性对组织结构或治理结构的影响外，一些研究还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对组织行为的影响。例如，Tan和Litschert[9]及Tan和Tan[10]实证检验了企业管理者所感知到的环境不确定性与战略之间的关系，两项研究的对比说明环境与战略之间是协同进化的。此外，学者们还考察了环境不确定性与创业[11]及投资[12]等其他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然而，关于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有研究却鲜有涉及。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环境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创新战略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已有研究倾向于对不确定性进行多维解构[1]。李大元[13]指出，当环境不确定性作为主要研究变量时，对其进行多维度分析更加精确。因此，本文分别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的动态性和敌对性维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为了深入分析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企业集团从属关系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着企业集团这种组织形式，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企业集团存在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大股东利用其掠夺利益、弥补外部制度缺失和实现经济追赶[14]。本文通过检验企业创新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敏感度是否随集团隶属关系的不同而不同，识别了企业集团的另外一种功能，即缓冲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冲击。此外，本文将企业集团划分为产业型与控股型两种，分别检验了它们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缓冲作用。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李大元[13]通过回顾已有关于环境不确定性的研究发现，相关实证研究多从环境动态性与环境敌对性两个维度对不确定性进行解构。这两个维度分别对应环境不确定性的两个来源，即信息和资源。环境动态性是指外部环境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程度，外部环境动态变化的速率越快，组织越可能获得不充分或模糊的信息，或者战略行动会出现时滞；环境敌对性是指外部环境为组织提供支持的程度，外部环境的敌对性程度越高，组织则越可能缺乏对关键资源的控制。一些研究已揭示了环境不确定性从信息和资源两个角度影响组织策略的机理，如武立东和王凯[15]发现上市公司会主动设立独立董事以获取环境中的信息与资源。有鉴于此，本文分别从信息不完全和资源约束角度对动态性和敌对性两个维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进行了分析。
1.1.1 环境动态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人们通常寻求的是满意解，而非最优解[16]。当环境动态性程度较高时，组织固有的有限理性程度会更深，此时组织要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求得满意解。具体到企业创新决策上，企业无力改变快速变化的环境，或许会选择保守的创新战略这一满意解，从而导致创新力度下降[17]。York和Venkataraman[18]提出的命题也说明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产品创新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只有环境中所提供的关于绿色产品的信息和服务达到一定数量以至企业完全掌握时，它们才会由于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而尝试提供这类产品。
然而，随着战略管理的研究视角由外部环境转向组织内部[19]，学者们意识到组织不只是单纯地适应环境，还会通过操纵等策略影响甚至改变外部环境[20]。当外部环境动态变化时，企业缺乏关于顾客需求的完全信息。此时，仅通过提高产品质量等开发式（exploitation）的搜寻并不能够充分了解并回应顾客的需求，而需要利用探索式（exploration）搜寻有效捕捉甚至引领顾客需求[21]。因此，为了摆脱信息不完全的困境，企业会加大创新力度。一些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佐证，例如，Miller和Friesen[22]及汪丽等[23]发现环境动态性正向影响企业创新强度。此外，苏敬勤和崔淼[24]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揭示了环境不确定性迫使企业进行内部调整的机理。他们发现，当面临环境动态性时，企业会逐步退出低附加值的产业并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而这个过程则需要加大研发投入。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环境动态性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1.1.2 环境敌对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根据资源基础观，企业的创新与成长离不开一定的资源保障，且独特的、持久的、难以模仿与替代的资源能够为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25]。武立东和黄海昕[26]在研究海信集团内部的创新行为时，发现子公司的自身资源会促进其创新行为。企业的资源一部分来自于内部积累，另一部分则由外部环境提供。环境的敌对性主要反映了环境支持组织运行与发展的程度[27]，表现为环境为组织提供资源的多寡。当环境敌对性程度较高时，企业从外部环境中获得资源便存在较高的成本，财务学上称之为融资约束[28]。由于受到敌对外部环境的资源约束，企业便丧失了进行创新的动力与条件。大量实证研究提供了关于融资约束制约企业研发投入的证据，如Schroth和Szalay[29]发现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其在专利竞赛中胜出的可能性会降低。Brown等[30]证明了当公司尝试调整研发支出以保存现金或使用股权融资时，欧洲公司的融资约束会制约其研发支出。Borisova和Brown[31]按年龄、规模及股利分配进行分组，识别出了融资约束样本，并发现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其研发支出受制于自身现金流。国内的一些研究也证明了融资约束的制约作用，如韩剑和严兵[32]及康志勇[33]等。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环境敌对性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负向关系。
1.2 企业集团从属的调节效应
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结合中国情境，将企业集团进一步细分为产业型集团和控股型集团两类，分别考察它们对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尽管实践界一直在讨论这两种类型的划分（如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正武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央企会有两类：一类是产业公司——产业特征很鲜明的公司，一类是控股型的、投资类的公司），但关于它们的学术研究十分缺乏。本文结合实践界的观点，将产业型集团界定为由业务相近的公司整合而成的产业特征鲜明的企业集团，将控股型集团界定为总部以持有、运作子公司股权为主要业务的企业集团。通过分析发现，在产业型集团内部，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能够为焦点子公司提供比较充分的产业信息，因此，从属于该类企业集团可以削弱环境动态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而对于控股型集团，它能够为其子公司提供充分的资源支持，因此可以削弱环境敌对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所述。
1.2.1 产业型集团从属的调节效应
为了回答当市场失灵不存在时，企业集团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一问题，Lamin[34]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选择了印度软件服务这一不存在市场失灵的行业对企业集团的作用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集团可以为焦点子公司提供进入其他行业市场或国外市场所需的信息。基于这一逻辑，产业型集团也能够为其下属企业提供关于技术创新的信息。黄俊和陈信元[35]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集团内其他子公司的研发投入会对焦点子公司的技术进步产生一定影响，这证明了上述的集团内部信息与知识的溢出效应。在实践中，产业型集团的总部会基于自己所掌握的环境信息，决定是否批准子公司进行某种技术创新。例如，某公司下属企业超过1000万元的投资项目需要得到总部的批准才能实施。可见，产业型集团所提供的信息能够降低下属企业在做出创新决策时的信息不完全程度，从而保证下属企业做出更理性的决策。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产业型集团从属能够削弱环境动态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1.2.2 控股型集团从属的调节效应
当外部环境提供的资源有限时，企业由于面临资源依赖导致创新力度下降。然而，控股型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所面临的资源依赖，正如“制度真空”观点所解释的那样[14]。已有研究已经证明了内部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如Keister[36]通过调查研究中国的企业集团，发现那些有财务公司的企业集团，其下属企业的财务绩效及生产效率更高。更直接的证据来自黄俊和陈信元[35]，他们发现集团内其他子公司的现金流会正向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此外，李焰等[37]通过对复星集团这一控股型集团进行案例分析，发现集团化运作能够放大融资能力，从而缓解制约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控股型集团从属能够削弱环境敌对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总起来看，我们将环境不确定性分为两个维度，分析了动态性和敌对性分别基于信息不完全和资源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产业型集团和控股型集团从属各自的调节作用。本文的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本文的逻辑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数据子库汇总了2007-2012年关于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数据。本文以这些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了那些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后得到一个包含977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中用到的其他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子库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子库。数据处理与分析所使用的软件为Excel2010和Stata11.0。
2.2 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中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集团从属的调节效应，我们构建了两个回归模型，具体的模型及变量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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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用来检验假设1和假设2中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研发投入（rd），借鉴解维敏和方红星[38]的研究，我们将企业每年的研发投入按总资产进行了标准化，得到变量rd。
解释变量为环境不确定性（EU）。如前所述，本文将环境不确定性分为动态性和敌对性两个维度。借鉴Dess和Beard[39]的方法，我们首先计算出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动态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借鉴申慧慧等[12]的方法，用未经行业调整的动态性除以公司所在行业的动态性，得到经行业调整的动态性，即模型中的变量dyn。对于环境敌对性，我们则借鉴了康志勇[33]的方法，通过计算应收账款相对比，得到变量hos。为了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我们把环境动态性变量滞后了一期。而考虑到研发投入直接受公司本期融资约束的制约，且已有测量融资约束的模型中，投资与现金流也使用同一期的数据[28]，我们没有将环境敌对性进行滞后处理。
控制变量方面，我们根据企业创新的特征，并借鉴相关实证文献[33,38,40]进行了选择，主要包括：销售利润率（ros），该变量能够反映企业拥有的资源，用净利润除以销售额计算；企业规模（size），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计算；企业年龄（age），用公司自成立以来的年限来表示；托宾Q（q）代表公司的成长性，等于市场价值除以期末总资产；两职设置状况（dual）和独立董事比例（id）两个公司治理变量，企业创新这种重大决策必然会受到治理层面因素的影响。此外，我们控制了样本公司的所有权性质以及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
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了企业集团从属（BG）与环境不确定性变量的交乘项，以检验企业集团从属的调节效应。不同于韩国等其他经济体，我们国家的公开数据中没有明确标明一家公司是否属于企业集团及属于哪家企业集团。已有实证研究多借鉴李增泉[41]的方法以界定样本公司是否属于企业集团。在本研究中，我们也采用类似的方法，首先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0%或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财政局、大学、研究所等非营利组织的样本界定为非集团从属。对于剩下的样本公司，进一步分析其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名称中是否包含“集团”、“总公司”等关键词。如果包含这类关键词且经营业务具有很鲜明的产业特征（如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则认为该样本公司从属于产业型集团（cy=1，否则为0）。如果包含这类关键词且经营投资类业务（如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则认为该样本公司从属于控股型集团（kg=1，否则为0）。
在表1中，我们对各变量的代码和定义情况做了进一步的明确。
表1 相关变量定义

	变量
	简写代码
	变量测度

	被解释变量
	
	

	企业研发投入
	Rd
	研发投入/总资产

	解释变量
	
	

	环境动态性
	Dyn
	以营业收入为因变量、年度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用回归系数的标准差除以营业收入的均值，并经行业调整

	环境敌对性
	Hos
	应收账款/销售收入，并经行业调整

	控制变量
	
	

	销售利润率
	Ros
	净利润/销售收入

	企业规模
	Size
	上市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Age
	上市公司自成立以来的年限

	成长性
	Q
	市场价值/期末总资产

	两职设置状况
	Dual
	若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兼任，dual=1，否则为0

	独立董事比例
	Id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所有权性质
	State
	若公司为民营控股，state=1，否则为0

	18个行业虚拟变量
	Ind
	若属于该行业则赋值为1，否则为0

	5个年度虚拟变量
	Year
	若属于该年度则赋值为1，否则为0

	调节变量
	
	

	产业型集团从属
	Cy
	若公司从属于产业型集团，cy=1，否则为0

	控股型集团从属
	Kg
	若公司从属于控股型集团，cy=1，否则为0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的创新力度总体较弱，研发投入平均仅占总资产的1%。创新力度最大的公司其研发投入也只占到总资产的10%，且存在一些公司并不进行研发创新。对于环境不确定性的两个维度，其标准差与极差都较大，表明样本中不同公司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分析样本公司的集团从属情况发现，有43%的样本公司从属于产业型集团，11%的样本公司从属于控股型集团，其他公司则为独立型。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d
	0.0099
	0.0132
	0
	0.0985

	Dyn
	1
	0.8726
	0.0390
	9.4116

	Hos
	1
	0.7891
	0
	6.7814

	Cy
	0.4299
	0.4953
	0
	1

	Kg
	0.1116
	0.3150
	0
	1


3.2 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
我们利用由977个观测值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为识别哪种模型更适合我们的数据，我们首先进行了Wald检验，检验的结果拒绝了原假设，表明固定效应模型要优于混合OLS模型。随后我们又进行了Hausman检验，结果没有拒绝原假设，表明随机效应模型要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我们对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采用了随机效应模型。
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3。表3的第一列列示了自变量为环境动态性时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到环境动态性的系数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在统计上显著。这意味着，环境动态性程度越高，企业越会加大创新力度，假设1得到支持。表3的第二列是自变量为环境敌对性时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环境敌对性的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在统计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较高的环境敌对性会制约企业的技术创新，假设2得到支持。
控制变量方面，销售利润率的系数为负，且显著性水平较高。这一结果与韩剑和严兵[32]及康志勇[33]的结论相反，可能的原因是那些盈利能力较强的样本公司认为当前业务的潜力尚未充分挖掘，从而不去开拓新的业务。与解维敏和方红星[38]的研究一致，我们发现年龄大的样本公司更不倾向于进行创新，表现为企业年龄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此外，所有权性质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创新力度更小。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较好，无论自变量是动态性还是敌对性，R2都接近于18%，且Wald卡方检验显著拒绝了原假设。
表3 模型(1)回归结果
	变量
	动态性（dyn）
	敌对性（hos）

	常数项
	0.0221（0.0142）
	0.0274（0.0143）*

	EU
	0.0007（0.0004）*
	-0.0012（0.0006）**

	Ros
	-0.0058（0.0015）***
	-0.0065（0.0015）***

	Size
	-0.0008（0.0006）
	-0.0009（0.0006）

	Age
	-0.0005（0.0002）***
	-0.0006（0.0002）***

	Q
	0.0001（0.0003）
	0.0000（0.0003）

	Dual
	0.0005（0.0012）
	0.0005（0.0012）

	Id
	0.0050（0.0079）
	0.0053（0.0079）

	State
	-0.0024（0.0013）*
	-0.0022（0.0013）*

	Ind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Wald chi2
	134.11***
	135.63***

	R2
	0.1770
	0.1759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结果通过1%、5%和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模型(2)的回归结果见表4。观察表4中第一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产业型集团从属变量（cy）与环境动态性变量（dyn）的交乘项系数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上在统计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产业型集团从属能够削弱环境动态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假设3得到支持。在表4的第二列中，控股型集团从属变量（kg）与环境敌对性变量（hos）的交乘项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在统计上显著。这一结果说明控股型集团从属能够削弱环境敌对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假设4得到支持。此外，各控制变量的系数与显著性与表3中基本一致，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也较高。
表4 模型(2)回归结果
	变量
	产业型集团的作用（cy*dyn）
	控股型集团的作用（kg*hos）

	常数项
	0.0200（0.0142）
	0.0276（0.0143）*

	EU
	0.0011（0.0005）**
	-0.0016（0.0006）***

	BG * EU
	-0.0012（0.0007）*
	0.0021（0.0011）**

	Ros
	-0.0057（0.0015）***
	-0.0068（0.0015）***

	Size
	-0.0006（0.0006）
	-0.0009（0.0006）

	Age
	-0.0005（0.0002）***
	-0.0006（0.0002）***

	Q
	0.0001（0.0003）
	0.0001（0.0003）

	Dual
	0.0004（0.0012）
	0.0008（0.0012）

	Id
	0.0049（0.0079）
	0.0051（0.0078）

	State
	-0.0026（0.0013）*
	-0.0023（0.0013）*

	Ind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Wald chi2
	137.61***
	140.23***

	R2
	0.1839
	0.1841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结果通过1%、5%和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3.3 稳健性检验
由于国内缺乏关于公司是否从属于企业集团的公开数据，已有研究在对样本公司进行区分时采纳的标准也不尽一致。例如，肖星和王琨[42]以5%作为筛选样本公司是否从属于集团的阈值。本文采用该阈值对样本公司是否从属于产业型集团网络或控股型集团网络进行了重新判断，结论基本保持不变。此外，我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实际控制人的判断标准之一是“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为此，我们使用30%的阈值重新对数据进行了分析，结论基本保持不变。
4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本文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的两个维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产业型集团从属与控股型集团从属分别对这两个维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环境动态性程度越高，企业创新的力度越大（假设1），且产业型集团从属能够削弱环境动态性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假设3）；环境敌对性程度越高，企业创新的力度越小（假设2），且控股型集团从属能够削弱环境敌对性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假设4）。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做出了贡献：首先，通过分析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关于组织—环境关系的研究。第二，与已有研究中所识别的企业集团功能（即大股东掠夺利益的工具、弥补外部制度缺失的组织形式及经济追赶的组织设备[14]）不同，本文发现企业集团还具有缓冲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作用。最后，本文在相关变量的测量方面也有所突破。例如，环境不确定性包含多个维度[1,13]，已有利用财务数据计算环境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主要测量的是动态性这一维度[12]，本文则借鉴已有研究，同时测量了敌对性这一维度。此外，本文结合中国实际，将企业集团类型细分为产业型集团与控股型集团，并对二者的功能分别进行考察。
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管理启示：首先，通过分析环境不确定性如何从信息和资源角度影响企业创新决策，为企业有效处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保证决策科学提供了有益借鉴，这对处在转型背景下的中国企业来说尤为必要。此外，通过实证检验集团从属的作用，本文识别了企业集团的新的功能，这具有三个方面的实践意义。第一，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的观点，随着制度环境的完善，由于不再需要企业集团填补制度空隙，这种形式应该取消[34]。但本文的结论表明企业集团除了弥补制度缺失外，还具备缓冲环境不确定性的功能。因此，新兴经济体的政府不能随着制度环境的完善而急于取消这种组织形式。此外，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启动，新一轮的国企改革也拉开帷幕。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点在于界定功能与分类改革，本文对于不同企业集团功能的讨论对于国企分类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二，对于企业集团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集团总部清晰地界定自身功能，从而降低治理成本、实现企业集团的协同优势。最后，对于独立的中小企业而言，本文对企业集团功能的识别有利于它们决定是否加入企业集团以及加入何种企业集团，从而享受企业集团所带来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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